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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所帶來的市場開放，對於世界各國而言，產生了極大的衝擊，無論是經貿組織的蓬

勃發展，或是 FTA下的多邊協議簽署，著實造成了經濟結構的重組。然而在歷經數次金融風暴

後，各國開始反思全球化是否真能帶來所預期的「平等」?又或者是西方國家為了一己之利而強

行開放未開發國家之市場？在川普上台所強調的「美國優先」以及退出 TPP，都意味著一方霸

權的美國對於全球化之思考，轉向至貿易保護對於國內所產生的實質利益。東方的中國大陸在

習近平就任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卻又與西方海權國家的殖民式經濟有所不同。本文以此

為基礎，探討一帶一路倡議下，所代表的陸權經濟模式，在中國崛起後，是否會取代原先海權

式思考下的全球化經貿模式。而模式的轉變亦然與社會的變遷有所關連，故首先以文獻回顧及

歷史回顧之方式，論其發展的必然性，再以比較法作為分析陸權、海權經貿之差異及優劣。最

後則回歸本文主旨，從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大陸思維作為論述之根本，藉此提供未來經貿政

策及思維架構之些許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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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e market under globalization brings great impact to the world. Bo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signed under FTA are flourish, which reconstructs 

economic structure. However, after going through many financial crises, people start to think if 

globalization can truly promote expected equality? Do western countries forc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open market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After President Trump took the office, he proclaimed “American 

First” and dropped out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is implies the U.S. turns their back 

from globalization to protectionism. 

On the other side, after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came to office, he initiated One Belt One 

Road (OBOR), a different concept from colonial economy of western sea pow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economic thinking from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economic 

pattern of land power under OBOR. After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China, will thinking of land power 

replace sea power on global trade pattern? As the change of global trade pattern is accompanied with 

social changes, the study reviews literatures and history to discuss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rom trade patterns with the thinking of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are 

analyzed by comparative method. Lastly,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advice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hina’s economic thinking of land power under OBOR. 

Keywords: One belt one road, TPP, glob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 policy, Triffin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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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 2016 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競選總統以來，強調的貿易保護政策

(protectionist policy)，似乎對於原先歐美國家所倡議的「經濟全球化」(李文志，

2004,pp.33-39)，1提供了一種略帶衝突卻又無可奈何的思考(Ghemawat, 

P.,2017,pp.114-123)。當位處東方的中國大陸藉由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OBOR；下稱帶路)倡議的提出，試圖形塑與以往經貿協議有所不同的

架構，並以該倡議作為和四鄰間交流、往來的立基。 

反觀同時間的歐盟，各國在面對英國脫歐(Brexit)所可能遭致之衝擊(Belke, A., 

& Gros, D., 2017,pp.321-330)。以及美國退出 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後，亞

太國家所再行重塑的 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都能發現原先欲透過全球化達到經濟、市場、產品、

文化等項目，以國際整合、市場開放之方式達到最大利益的核心國，在面臨到全

球化衍生的影響後，開始思考下一步該如何走？是結合在地化發展成「全球在地

化」(Glocalization)？抑或是重新思考貿易保護高牆之使用，從內國經濟的復甦著

手？ 

本文並非以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論點分析，而是試圖探討美、中

兩大世界經濟體，為何在經貿思考上有著不同的想法？是否真如川普所言，需要

以貿易保護政策及美墨圍牆之興建，才能使美國「再次偉大」(Azevedo, F., Jost, J. 

T., & Rothmund, T., 2017,pp.231-233)？又或者帶路倡議真如習近平所言，能夠以

「不侵略」的方式帶來各國在經濟上的共同成長(BBC 中文網，2017)？ 

十五世紀開始，航海技術的發展，造就了歐洲國家不斷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換取更多的利益及資源。對於當時透過航運技術作為貨品載具的歐洲人而言，事

實上為了更有效率且持續的維持海外經濟來源，殖民式的思考與海權(Sea Power)

                                                      
1 對於全球化的定義或論其源頭，不同的角度所產生的論述亦不相同，本文認同李文志教授於其

文中，對全球化所採的框架。亦即具備即時、同步以及功能整合三大方向，使得欲討論或涉及的

議題擴及全球。然而這種論述卻有其限制，僅能符合部分議題，但以本文主旨而言，從經濟角度

來看，確實能成為理論架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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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脫離不了關係(黃紳原，2013,pp72-74)。也因為如此，本文試圖定義海權式經

濟為：「具實際行為干涉他國內政(或市場及產品)、且有取代原有主權、並實際

上建立與母國關係的經濟行為。」，若以此為基礎，則陸權(Land Power)式經濟的

定義，則可視為海權式經濟的反面解釋：「無具體行為干涉他國內政、不取代他

國主權、無母國與子國間從屬關係的經濟行為。」2，或可定義海權經濟具較強

烈的上下位關係，而陸權經濟則在角色定位上約略呈現平等之態樣3。 

於此基礎上，對於中國大陸在帶路倡議中，是否以不同於海權式經濟的陸權

式經濟架構之，又或者是藉陸權式經濟之名，行中國大陸式全球化之實的可能，

進行探討並分析。然而因帶路倡議至今仍屬「現在進行式」，並無法就其真正帶

來的影響，從結果的角度加以論述，故文中僅能從制度面、架構面加以探究，對

實質影響之結果，則盡量不以推測之方式下結論。 

首段以文獻回顧之方式，從帶路倡議推出以來，東、西方對於帶路所產生的

不同論述加以介紹，並堆疊研究角度不同所帶來的差異化。次段則從陸權式經濟

的必然性進行探討，以實然面及應然面兩種層面，對現今國際為何對陸權式經濟

如此重視，簡單論述之。三段則為本文主旨，由地緣面、政治面、經濟面，分析

帶路倡議在中國「崛起」後，主政者希望透過該項倡議達到些什麼目的，又或者

可能造成些什麼影響。並以陸權式經濟的框架，檢視帶路倡議是否符合，又或者

僅是包裝著海權式經濟的另一種「經貿協議」？最後，則於文末進行觀點討論及

反思。 

期能透過此文，對於未來面對陸權式經濟所帶來的衝擊或利多，提前進行框

架性的思考，並因應可能發生的影響，或完善加入前的準備條件。 

                                                      
2 對於傳統定義而言，常將權力視為對於某一特定區域的掌控程度，如海權之於海洋、陸權之於

陸地；又或者從思考上將國家加以分類，在歷史上的英國、西班牙常被視為海權國家，以及德、

法與陸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但這種分類與現今狀況仍有一定差距。舉例來說，像是權力控制區域

的不定論(特定海洋、島嶼的爭奪)，或是以往英、西藉由海上武力影響他國，迄今甚少見其實質

干預；德法並不盡然未有發展海軍的能力云云。在此前提下，本文試圖建構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海

權、陸權定義方式，試圖作為後段論述之基礎。 
3 當然，經濟力之差異必然有高低強弱之分，但所謂的平等，主要是在經濟政策上所具備的協商

能力，而非命令式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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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自 2013 年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所提出關於帶路的經濟模式概念後，同時

亦形成了中國大陸近期在經濟、國際等方向發展的主要政策方針。也因為中國大

陸於「崛起」後，對於周邊國家、亞太區域、甚或是世界整體，所形成的影響逐

漸加深，無論在產、官、學各界，除了思考加入帶路倡議可能得到的利益或面對

之風險外，更應從不同角度就該倡議與其影響加以分析。 

如從地緣政治下微觀思考分析中國大陸企業的挑戰(Pu, X., 2016,pp.122-125)，

或將探索之層級拉高，從東亞區域觀點，分析區域內強權國家對於帶路倡議的考

量(何燿光，2016,pp.36-40)，或從國與國間「關係」的角度，不同國家、區域組

織與中國大陸間的往來，受帶路倡議的影響進行研究，如中國大陸之於俄羅斯

(Makarov, I., & Sokolova, A., 2016,pp.38-39)、東南亞國協 (王崑義，2016,pp.34-37)、

歐盟(Casarini, N., 2015,pp.45-46)、美國(Grossman, M., 2017,pp.1-6)等。如前所述，

因帶路倡議為習近平任內所提出，對於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規劃，無論在經

濟、外交等政策考量上，勢必須以統整的角度予以視之。若考量到延續政策之必

然性，部分學者將帶路倡議與「中國夢」做一連結，試圖從中分析兩者間所存在

的關聯性(Ferdinand, P., 2016,pp.948-951)。又或者從歷史的縱面分析，一帶一路

倡議亦屬社會變遷的事實，及就該倡議之性質從金融層面與歷史形成軌跡做連結

上的分析(呂嘉穎，2018,pp.107-111)。然而，雖然研究帶路倡議的文章已如橫河

沙數，但多半仍將重點放在特定項目，如高鐵(張東勝，2016,pp.92-98)、金融體

系等，或由國際情勢、特殊國家進行比較性研究。 

而對於全球化的探討更為繁雜，有以方法論作為論述的(石之瑜，

2003,pp.145-166)，有從全球化是否造成國家競爭態樣更加強大探討之(呂建德，

2001,pp.273-292)。但人們從以往對於全球化的殷切熱衷，到現今思考是否全球

化「過度」，而導致經濟市場開始面臨反轉(Rodrik, D., 1998,pp.85-90)，又或者是

其所帶來的衍生性影響，如全球化之於工業(Bairoch, P., & Kozul-Wright, R., 

1998,pp.14-17)、文化與經濟層面等(Woodward, I., Skrbis, Z., & Bea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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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pp.212-215)，因此造成了世界各國不願也不希望面對的經濟反轉，開啟了

另一種反思的模式。 

本文試圖透過在傳統英美國家於海權時代所形塑的殖民式、侵略式經濟為比

較對象(Mahan, A. T., 2013,pp.1-22、常漢青，2016,pp.21-24)，試圖建構「非」屬

實質對主權具侵略性質的陸權式經濟框架，將其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比較，並評

估帶路倡議是否屬於陸權式經濟一環，另藉此為輔，試圖探討一帶一路之興起，

是否代表以往強調全球化經濟逐漸被取代或沒落，又或者屬於另一種的全球化型

態？ 

三、 陸權式經濟是否必然？ 

十五世紀開始，西方國家對於東方絲綢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除了陸上絲綢之

路外，亦於其後透過航海時代開啟了航運貿易的新契機。也是因為如此，在西方

藉由船堅炮利的優越科學技術，為求獲取更大利益的前提下，便開始了海外殖民

地的拓展，對於被殖民地而言，西方國家藉由海路所帶來的「衝擊」，多半建構

在對於資源的獲取或是母國利益上，在當時的背景下，被殖民地社會所能真正獲

得的實質利益其實並不多(江德曼，2012,pp.112-114)。 

故被殖民社會多半對殖民母國的「壓榨」有所怨懟，因此人們對藉由「海權」

所發展之經濟而言，多抱持著反抗的態樣，再加上一般對於海權的解釋，多半與

軍事有所強烈連結(林文隆，2008,pp.7-15)，所形成的侵略性，似乎又更為強烈。

如從此觀點論之，則可以發現本文於前所採之定義：「具實際行為干涉他國內政

(市場或產品)、且有取代原有主權、並實際上建立與母國關係的經濟行為。」，

無論從歷史層面或以「對領海有實質掌握權力」作為佐證(張雅君，1998,pp.7-13)，

其實都能推導出海權中所特有的「武力」意涵。若將其作反面思考，則可以發現

海權的對立面－「陸權」，其實就是將其透過軍事實力「直接」介入他國主權的

意涵消除，故本文將陸權式經濟界定為：「無具體行為干涉他國內政、不取代他

國主權、無母國與子國間從屬關係的經濟行為」。 

如果將全球化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一種發展方式(趙剛，2001,pp.70-77、瞿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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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pp.257-258)，其中所強調的自由開放市場經濟概念，就貨品、金融的輸出

與輸入的上下位概念而言，輸出國與輸入國經濟層面的連結，其實與海權思想具

有某種程度上的近似。輸出國可藉由價格調控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輸入國之市場，

或將輸出國國內經濟起伏「拓展」至輸入國甚或是全球各地，如 2008 年金融海

嘯對世界經濟所造成的影響(Lee, P. S., 2012,pp.109-136)，論其源頭不也是因美國

房貸泡沫所造成的結果？ 

上一世紀西方國家透過海權式經濟對殖民地產生的剝削、侵擾，使被殖民國

家所產生的影響並不限於經濟層面，無論從主權、領土，甚或是社會層面來看，

現今多數國家對於海權式經濟，仍持較為保守的心態，且在面臨經濟全球化所帶

來的，因市場開放而導致連動的金融危機，該採取何種方式將風險降至最低，又

或者是否應建構另一種的經貿模式，而非完全的以英、美形塑之貿易架構作範

本。 

在航海時代結束後，被殖民國紛紛要求獨立或脫離原殖民母國的統治，但海

權式經濟仍以另一種的樣貌影響著全球的市場。縱然其中針對「取代主權」的色

彩已然淡去，但海權式經貿所強調的「干涉他國內政(市場及產品)」、「建立上位

關係」的意涵，仍反映在二戰後以英美為首形成的西方經貿體系中。 

如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雖然是西方國家為了幫助第三世

界國家恢復戰後的經濟體系，而所設置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WB)，但從其根本考量觀之，其實亦形成

了以美元作為貨幣交易的市場，又或者為和「金本位」掛勾的 Triffin Dilemma(特

里芬困境)( Pozsar, Z., 2013,pp.300-305、許嘉棟，2017,pp.80-81)4。若從關稅暨貿

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做分析，其實也能發現

海權式經濟的影子仍存在其中。GATT 所強調的概念為藉由降低關稅達到自由化

                                                      
4 所謂的 Triffin Dilemma 主要強調的是，以強權國家之貨幣作為清償體系的系統，必然會產生與

該強權國家經濟成長與否的連結，亦即當強權國家若產生經濟崩潰的態樣，則整個系統便可能同

樣產生崩潰。若與海權式經濟比較，則可以發現與本文定義的「上下位概念」以及「母國連結」，

具有極為相近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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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以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MFN)、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及多元化達到自由貿易的願景。雖然從該概念中可以發現，是希望透

過締約成員(Contracting Parties)間對關稅、市場的開放或減免，達到自由平等的

貿易型態，但從貨品運輸的角度來看，勢必形成輸出與輸入國兩種類型的國家，

而這種組織模式若以馬克思主義或依賴理論做論證，則可以發現，產品產出國勢

必對產品輸入國透過工業技術的領先，帶動經濟貿易的不對稱成長可能，而導致

世界國家產生了位階型態(江啟臣，2005,pp.142-145、盧倩儀，2014,pp.59-65)5。

如以此角度論述，則同樣的可以發現，依賴理論中所稱的「核心國家」與「邊緣

國家」，似乎亦能解釋海權式經濟存在其中的情形。 

更遑論後續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回合談判冗長，

以及產業過於分工，所造成的個別國家產業利益減損，至今多數文獻亦就此展開

探討(楊子菡&劉聖如，2007,pp.68-71、曾雅真，2006,pp.56-63)6。 

在關稅障礙隨著多數國家加入 WTO 降低後，如以該架構視之，理應呈現「促

進繁榮」、「貿易增長」的願景(Hoekman, B., 2011,pp.324-328)，但貿易與經濟成

長之間連結，仍存在著非關稅所產生的障礙，故現今國際社會除以加入經貿組織

作為推動經濟成長的方式外，另一種考量則是以多邊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FTA)簽署之，因其較 WTO 迅速、即時，在效率上所能

得到的成果亦屬明顯。然而由於其中與 WTO 規則中，所強調對「開發中」國家

的補貼策略，使得已開發國家在面臨經濟衰退時，仍需按照規則對開發中國家以

較為優惠的方式進行貿易，而無法產生實質上的利益，也是因為如此，川普上任

後，便積極強調關稅壁壘的使用，藉此保障美國國內經濟得以休養生息，如以退

                                                      
5 同樣的，如果以新自由主義對私有化、自由市場的崇尚而言，亦能解釋全球化市場因此失控之

因。如同歐債危機的產生，便說明了自由開放的市場，確實是有其風險性，且不易「達成」其願

景，因各國社會有不同的考量，若將全數國家拉至同一水平，勢必經濟較為突出的國家需對弱勢

國家負其「責任」，若優勢國家不願承擔責任，縱然貨幣已然統一，但產生的影響，仍限於個別

國家，而非整個經濟體，也可以導致貨幣因個別國家金融秩序崩潰，而影響其他國家。 
6 其中最受注目也是最有爭議的項目為畜產及農業方面，由於農作市場開放勢必造成被輸入國內

農產品價格的衝擊，若產生了農產品單一化，或糧食全面仰賴進口的情形，對於個別國家來說，

並非全然是正面的影響。故多數研究對此亦花了一番功夫進行探討，希望從中得出對因市場開放

而造成產業衝擊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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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TPP 論之，則可以發現美國正在「揚棄」以往自由貿易的架構，希望重塑另

一種「公平」的經濟模式(經濟日報，2017)。 

若由前文所述，可知海權式經濟的概念，已逐漸受到質疑，所謂優勢經濟國

家對弱勢經濟國家，補貼利益以求之「公平」，在全球景氣不佳的前提下，各國

多以自身經濟復甦作為唯一考量7。 

也因為如此，當中國大陸所提出的帶路倡議，透過協助周邊國家就基礎建設

之興建，達成經貿通道之連結，以及藉由傳統歷史軌跡的發展，將文化、知識等

非商品性的產品，從帶路上予以互通有無，並促進區域整體經濟共同發展時(Chen, 

H. C., 2017,pp.5-7)。對於原先英、美所建構的海權式經濟模式而言，在架構上、

觀念上並不相同。 

如依《中國共產黨章程》對帶路的解釋來看，其中所強調的自主、平等、不

干涉內政等原則8，似乎較為符合本文對陸權式經濟之定義。然而依政治現實、

研究角度的不同，部分學者對於帶路的解讀，多將其定義為透過經濟上的控制，

達成國際政治的突破口(黃偉峰，2001,pp.138-142)9，故綜觀現今學術文獻上，兩

岸及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究竟屬於「戰略」(李永義，2017:93-97)或是「倡議」(張

茉楠，2016:3-7)之觀點不同，都能顯現其立場與角度的差異性10。 

因此，如果帶路倡議屬於陸權式經濟的代表，那麼在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上，

勢必具有較大的優勢。也因為其中對主權並不加以干涉的限制，使得若一國對另

                                                      
7 縱如美國退出 TPP 後，其餘各國所聯合重塑的 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將於本文撰寫時(2019)年底生效，然從

另一個角度觀之，卻仍能發現這種經貿組織的型態，在美中兩大經濟體皆未涉入的情況下，運作

成效確實有待觀察。再者，當整體景氣呈現平緩、甚至是向下走勢的情況時，加入此類經貿組織

或協定，主要的理由仍是希望透過國際貿易讓各國經濟有著復甦考量的可能性。 
8 摘錄如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的關系。不斷發展我國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加強

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按照獨立自主、完

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我黨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係。 
9 如藉由新功能主義中，經濟與其他層面的外溢作用互相連結，可能視為對主權的一種干涉方

式。 
10 「戰略」所隱含的政治、軍事意圖，遠較「倡議」來的具威脅性，就現今中國大陸官方對其

帶路定調於「倡議」的同時，本文亦隨官方語言做使用，而不過於添加個人思考使用「戰略」二

字，特此敘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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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基礎建設予以協助興建，相較於海權式經濟下的市場開放，似乎更有實質上

的利益，而非產品輸入導致的經濟秩序失衡連動性。再者，若陸權式經濟沒有所

謂「上下位」之關係，對於海權式經濟強調的「平等」，亦較能落實於其中。陸

權式經濟並非如同海權式經濟具有強烈的「侵略」意涵，故也較能被他國接受之。 

本文試圖於後段由地緣、政經等層面，分析帶路倡議是否屬於陸權式經濟，

如是，則所持之觀點為何？又或者為什麼部分國家會對該倡議抱持戒慎恐懼的態

度。如否，則吾輩該以何種方式思考之。 

四、 中國「崛起」下的帶路「倡議」思考 

由於有關帶路倡議的研究已如恆河沙數，本文僅就地緣、政經等層面，對中

國大陸的帶路倡議是否符合本文所述之「陸權式經濟」進行分析研究，為求行文

流暢，並不於各層面中深入探討其利弊，而將以列舉之方式重點式的探討。 

(一) 地緣層面 

如果將帶路倡議視為陸權式經濟的一環，則不可避免的需由地理上的角度論

之。然而部分學者從地理上的角度分析，多以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觀點探討，

但本段僅將地理上的連結做論述，而將政治層面之議題留待次段論之。 

帶路倡議分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部分，分

別代表了陸路、海路與他國的連結，而這種連結其實並非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

概念才形塑的。傳統中國歷史中，張騫、鄭和分別從陸路與海路向外進行貿易與

交流，同時也代表了在地理上，對於國與國、區域與區域所形成的「路徑」(王

文誠，2016,pp.29-35)，透過這條路徑，東方文化、絲綢、貨品等逐漸西傳，或

傳入東南亞，至今仍可見中華文化及相關宗教、飲食落根於當地，形成特有的文

化樣貌。 

在陸路層面，現行的帶路倡議僅是將原有的「絲綢之路」，透過科技的發展，

利用高鐵、跨國鐵路做出貨品貿易通道的連結，如圖 1 所示之渝新歐、義新歐、

蓉新歐等鐵路架構。雖然仍有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大陸透過「高鐵外交」，實現

對他國交通、經濟上的掌握，但從另一個角度論之，當高鐵、鐵路修築完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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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國來說，亦然形成另一種將國內交通與國際通道對接的態樣，且中國大陸

僅提供材料、技術轉移，亦無法依中國大陸單一方面意願進行拆除。再者，當鐵

路節點產生時，所形成的經濟圈，並不僅限於中國大陸境內。試想，如果鐵路(高

鐵)之興建屬於海權式經濟，那麼必然可能透過鐵路之擁有，對途經國家造成主

權上之影響，然而以現今研究來看，鐵(公)路貨運所受到的阻礙，似乎並非中國

大陸欲藉該通道達到侵略主權上之考量，而是該通道可能面臨到中亞各國或其他

經濟上的因素所造成之阻礙(熊倉潤，2017,pp.25-27、唐米樂，2018、葉文義，

2017)11。 

 

圖 1.中歐班列路線圖 

資料來源：大公網，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6-07/3341609.html。 

 

                                                      
11 由於各國文化仍有所不同，如哈薩克對於土地的認知與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在觀念上存在

根本的差異，故在推展興建鐵路上，其實面臨了蠻大的問題。或是中緬密松大壩，其實都能反映

出來，基礎建設受到反彈，其實與當地國家政府以及傳統文化差異有著極大的關係，而無法單從

一方面論述。至於經濟上的因素則為，當中歐班列運作後，便發現貨運量往來所形成的落差，這

種落差其實可以從經濟角度論之，當中國大陸所提供的產品是歐洲所需要的，則在輸入上必然呈

現需求成長，反之若是所輸出之產品非他國所必須，或是具備時效性，則透過陸運運送的可能性

大為降低，故從此層面觀之，輸出國與輸入國應設想的是何種物品得以透過該路線進行運送，此

方式亦無法達成海權式經濟，透過侵略獲得利益的框架，畢竟貿易是彼此合意就需求進行考量，

而非單向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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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海路論之，其海權式經濟的框架更無法套用其上，以現今南海所產生的

爭端或主權疑慮而言(Wenmu, Z., 2006,pp.23-25、陳鴻瑜，2011,pp.65-69)12，並非

單一國家能夠「主張」透過海權，取得該片海域或島礁的所有權(本無爭議的海

域或島嶼除外)(姜皇池，2016,pp.13-16)13，也因此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所架構

的海上貿易運輸規劃，比較近似透過運輸達成加速物流的藍圖，或是藉由產業園

區的開發協助經濟發展，但整體主權卻未因此轉移到中國大陸手中，亦非如同海

權式經濟，以海上優勢武力對被殖民地主權造成威脅，並藉此獲得貿易上之利益。

故仍屬於陸權式經濟之一種。 

如果從地理環境來看，中國大陸與上一世紀藉由強盛海權獲得經貿發展的國

家有所不同，不論是英、葡、西等國，或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於地理連結上，

並不像中國大陸有著西行、南下的優勢。故從地緣上觀之，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大

陸在陸上疆界上，常與他國發生摩擦，但也因此與其他國家有著更多的往來機會。

在此前提下，如果認為陸疆的連結，將有助於對他國經濟市場以武力掌控，相反

的，他國亦可藉由更為優勢的軍事力量，侵略本國經濟市場。 

再者，當地理位置有所接壤時，也代表了兩國邊境人民在文化、血緣上，可

能產生的連結性更高，相對於海權式經濟以「空降」之方式對經濟市場造成影響，

或西方經貿組織以利益作為連結的前提，陸權式經濟在橫越國境時，途經兩國連

接之處，在當地的人們，或許不以利益作為唯一考量，而是就自古以來所可能連

結的血緣、文化，透過更加便利的方式進行通婚、貿易，也是因為如此，對於陸

權式經濟來說，其實是源自於日常生活的一種經濟模式。在地理上的比鄰，無可

避免的帶來供給與需求的樣貌，若排除掉政治上的考量，透過主觀價值理論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解讀帶路倡議，似乎能夠呈現陸權式經濟中，除去武力

的暴戾感，因為一切的價值源於人類的需求，若吾輩對帶路倡議沒有期許，那麼

                                                      
12 如南海主權爭端，詳觀其內容皆可發現，所牽涉國家甚多。 
13 這邊需要區分的重點是，海洋通行權與海權的差異，本文所謂「海權」或「海權式經濟」，主

要是指透過軍事、武力對某一層面控制、佔領，或藉此得到利益。然而所謂的海洋通行權在國際

法上，依海洋法公約及相關條約規範得主張無害通過權，此種通行權並非藉由武力加以強行通過，

或對原持有該領域主權予以侵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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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無價值可言。 

(二) 政經層面 

部分言論常將帶路倡議與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14做連結，認為該倡

議的提出，實質上具有類似馬歇爾計畫中，所強調的「使其成為超級大國」的政

治性意圖(美國之音，2017)。 

從馬歇爾計畫的架構上來看，可以發現該計畫背景源自二戰後，美國對經濟

體系崩潰的歐洲，藉由實質上的金援、技術等方面的幫助，透過經濟合作發展組

織的共同參與，達到歐洲整體經濟復甦的願景(Magid, J., 2012,pp.1-7)。對於歐洲

而言，馬歇爾計畫的實施，打破了原本存在的貿易關稅壁壘，亦可視為對於後來

歐洲整合成 EU 的前導性計畫，但另一方面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其實都能嗅

出當時背景下，為什麼美國願意以納稅人的金錢，援助海洋彼岸的歐洲。其中因

冷戰所富含的強權競逐意涵，使得部分學者專家認為該計畫，並非完全以「協助」

之觀念對歐洲經濟扶持(Pollard, R. A., 1985,pp.275-285)。有觀點指出一帶一路為

「中國大陸版的馬歇爾計畫」，認為中國大陸透過經濟的「給予」，並從基礎建設

上與其連結，換來周邊國家在政治上、國際情勢上支持中國大陸(Swaine, M. 

D. ,2015,pp.11-13)。 

若從本文對於海權式經濟與陸權式經濟的定義觀之，馬歇爾計畫事實上較為

符合海權式經濟的態樣。理由在於，當美國所提供的經濟協助事實上是具有區別

性的，當時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於該項計畫抱持熱烈參與的態度，但卻受限於

資源提供者－美國，在政治對立面上的干擾，而不得其門而入(曹亮，

2016,pp.27-30)。歐洲在接受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後，導致共產黨受限於該計畫受

到歐洲人民的支持，而逐漸淡出西歐。對於美國而言，藉由馬歇爾計畫除了在經

貿上能夠產生實質的連結之外，更透過當時歐洲人民迫切希望回復戰前榮光的心

態，藉此形成冷戰背景下的「盟友」。 

反觀帶路倡議產生的背景，雖然仍如同美蘇冷戰下，世界所形成的兩大「霸

                                                      
14 官方名稱為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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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對抗情形，但對於現今美中雙方而言，在反戰意識提升、同樣面臨經濟放緩

(或衰退)的態樣下，軍事上的競逐並非是大國對抗下的唯一手段，也因為如此，

帶路倡議若將其比擬成為馬歇爾計畫，在架構上、背景上並無法完全吻合，充其

量僅是對他國以「優勢經濟」加以協助的手段類似罷了。 

若從帶路中有關金融層面部分觀之，無論是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成

立的絲路基金，或由多國資金挹注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來看，都與海權式經濟下的金融組織有所差異。先撇開

屬於公司的絲路基金不談，就 AIIB 與世界銀行的成立目的，便具有極大的差異

性，AIIB 成立宗旨為以資金支持基礎建設之開發，而世界銀行則是將脫貧作為

目的，並透過貿易、投資作為手段，兩者間的意涵便有所不同，當以基礎建設之

興建作為主要考量，代表除基礎建設外，其他項目皆非其所考慮的對象，亦即內

含利益性質較少，如果以貿易作為手段，並希望藉此脫貧，則所可能牽涉的利益

層面自然遠大於基礎建設之興建。另從決策權的部分論述，美方於世界銀行所具

有的「否決權」，等同於單一國家可就世界銀行的決策進行干涉15，雖然 AIIB 以

股份作為投票權的來源16，而中國大陸也為相對多數股份持有者，但以股份作為

投票權，也代表了未來單一國家可能藉由股份的持有多寡，取代中國大陸於 AIIB

中的角色(邱昭憲，2017,pp.10-20)。舉例來說，當美方欲藉由否決權對世界銀行

進行干涉，不論其所佔股份、資金、管理階層人數的多寡，僅要實行此項權力，

便能夠直接的否決其決策，縱然在目前情況下，中國大陸於 AIIB 具有相對多數

的投票權，但只要未來有國家於實質持股上超越中國大陸，便能將此權力取得，

相對於不動如山的否決權而言，這種依股分佔比的投票權，在更動上理應有著可

變動性的預期可能。 

雖然一直以來仍有中國大陸「以經領政」，或透過貨幣戰爭企圖影響美方國

際地位的話語產生(韓慧林、王貴民，2017,pp.6-12)，但回歸本文所欲探討的海權

                                                      
15 See IBRD 2010 Voting Power Realignment 
16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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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經濟與陸權式經濟之差異而言，現今研究多半從「霸權」以經濟對他國主權、

政治環境的影響著手，但卻忽略了可能「被侵略國」是否具有抵抗經濟、軍事之

能力，以及國際現勢是否准許強國對相對弱勢國家之干預。 

在海權式經濟盛行時期，軍事實力代表了絕對的權力，也是因為如此，在航

海時代科技領先群雄的歐洲諸國，對於被侵略國家而言，其實只能以消極的抵抗

換得部份主權的存續。或以二戰後美國所形塑的經貿體系來說，當時的世界各國

基本上都處於經濟蕭條、百廢待舉的情況，在主權上亦呈現風雨飄搖的態樣，在

此情況下，相對弱勢之國家，僅能聽從於經濟上、軍事上仍具有一定實力，且在

戰爭中具有左右戰局能力的國家號令，而無法以各自意志反抗之，而這也是本文

對海權式經濟之定義。 

然而回歸現今國際情勢，雖然中國大陸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在

商品產出、經濟實力上皆呈現「超英趕美」的情形，但從海權式與陸權式經濟最

大的差別論之，則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大陸經濟相較他國為佳，但實質上，中國大

陸並無法以軍事實力或經濟力干涉他國主權，或如同二戰後的美國塑造優勢的領

導地位。當現代國家藉著經貿組織市場開放所獲得的利益，逐漸蓬勃壯大後，對

於他國之侵略或威脅，在事實上具備了更大的反擊能力，無論從軍事上或輿論上

來看，都能夠加以佐證該項論述。現今的國際社會除了少部分國家外，又有誰真

正因為衝突而發動「戰爭」？當經濟持續低迷時，各國是否有能力面對戰爭所帶

來的消耗？ 

從區域上觀之，與其接壤的南北韓緊張情勢，中國大陸是「打」或「不打」？

南海爭議與菲律賓間的衝突該如何解決？又或者和印度於洞朗地帶的對峙局面

以軍事優勢豪奪強取是否可行？更遑論中美俄三方競逐所呈現的賽局。 

現今的國際情勢並不允許中國大陸以海權式經濟思考之，然而，中國大陸為

了在國際話語權上，能與美國分庭抗禮，便透過陸權式思考的帶路倡議，希望透

過較為和平、無害的基礎建設興建，來換取無論在利益上、人民思考上的一種支

持。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在面對了海權式經濟思考對主權所生之威脅、西方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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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造成市場開放，而導致的經濟遲滯前提下。當具經濟優勢的國家，願意提供

協助於基礎建設發展落後之國家時，在基礎建設搬不走、拆不掉，又能帶給建設

地經濟發展的可能，又何樂而不為呢？另一方面，當其他國家受到金融海嘯衝擊，

導致經濟發展不順，國家領導人亦然願意接受另一種「非」海權式經貿組織的獲

利方式，各國財政單位應有類似智庫單位，對政府投資項目進行審慎評估，若帶

路倡議真如部分言論所言，僅以政治角度思考，而並不存在實質性的利益，那麼

以常識判斷，AIIB 之設立理應不會吸引為數不少的國家，相繼表明加入並期望

加以投資之態度。 

五、 代結語：中國大陸陸權式經濟思考與全球化之反思 

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帶路倡議的解讀，多半以較為極端的思考模式進行解讀，

也因此造成了如同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恐慌」，雖然兩者緊張情勢

尚未上升到軍事層級的局面，但亦為雙極(或多極)的國際情勢。在這種情形下，

中國大陸了解到，若以摧毀二戰以來，美國為首的全球化金融、經濟體系作為主

要考量，所耗費的資源與風險，遠較重新塑造一種新型態的經濟思考模式來的大，

又加上全球化經濟發展至今，已有檢討聲浪不斷傳出。另一方面在美國自身經濟

狀況難以維持對他國的「干涉」，而使得川普提出的貿易保護政策受到一般民眾

支持，進而以退出 TPP、課徵鋼鐵稅等手段，希望使得美國本土經濟再次提升的

前提下。中國大陸所提出的帶路倡議，似乎也帶給其他國家、區域另一種新型態

經貿概念。 

然而必須思考之處在於，為什麼中國大陸不以海權式經濟模式塑造一種「全

球化」之體系？而以陸權式經濟作為立論基礎，強調「共榮」、「和平」？除本文

文中所提之可能性外，應從下列概念進行思考。 

(一) 中國大陸有能力「戰」卻不願意「戰」 

現今中國大陸在軍武上之實力，受到世界各國肯定，再加上所擁有的武器製

造能力、經濟基礎作為發展科技戰的靠山等能力，亦然說明了中國大陸在面對他

國挑釁、威脅時所強調的「不懼戰」態樣。然而，回歸根本面考量，現今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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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正面臨經濟起飛後的轉型期，在經濟逐步放緩的前提下，若貿然發動戰爭，則

對於經濟上的消耗，勢必是巨大的、可能「動搖國本的」，故雖然其有能力戰，

卻不願以戰爭作為首要思考的手段17。 

(二) 經濟成長目標遠大於成為「霸權」之考量 

如前所述，當中國大陸面對產能過剩、經濟成長牛步之情形，其領導人必須

思考，是該以居於國際上的領導地位為優先，又或者是試圖維持經濟成長作為政

策施行之可能。改革開放後，不可諱言的是，經濟的成長帶動了中國大陸整體的

提升，無論是在生活品質、外匯存底、經貿利益，都能夠佐證該項論點的成立。

再者，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維持了整體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可能，在此前

提下，似乎經濟的發展利益，遠大於汲汲營營在國際政治上「趕英超美」的情況。 

(三) 國際情勢不穩定 

帶路倡議所強調的連結性，其實架構在國際或區域情勢的穩定上，現今東亞

地區面臨的核戰爭可能、南海主權爭議，又或者中亞、中東區域情勢不穩定，甚

至是羅興亞人所產生的難民問題，以及歐美國家與俄羅斯間的政治鬥爭。其實都

帶給中國大陸在經貿思考上，另一種必須評估風險的考量。因此若貿然採取海權

式經貿思考建構中國大陸經貿體系，對於他國而言，勢必掌握了可能產生「侵略」

的把柄，而處處受到制肘，這也是為什麼中方從領導人到發言人，在論述上皆強

調帶路倡議之願景為共同發展且和平的目的。 

(四) 中國大陸內政隱憂 

本文撰寫時，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正處於第一任期即將結束的情況，對於

習近平而言，所需思考的問題在於，當帶路倡議成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主

要模式時，維持該倡議存續的穩定，便為主要考量。然而，在習近平上任後，就

貪腐情況加以大力改革，該行動對於在政治立場上持相反意見人士而言，利益的

減少必然成為可能威脅習近平執政的風險，若習近平以海權式思考架構帶路倡議，

                                                      
17 後冷戰多極時期，各國領導人多認為貿然採取軍事對峙，無論對外國交流或對內政權穩固，

所可能引發的風險性過強，故現今世界除部分地區，因宗教、歷史等緣故仍存在戰事外，其餘各

國多將情勢控制在經貿戰或恫嚇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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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給了異議人士藉口，認為其對國家經濟、外交產生了負面影響，迫使其下

台負責。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目前貧富差距仍大，在此情況下，整體國民經濟的提升，

仍屬於迫切且亟需改變的問題之一，若以全球化市場開放作為架構，則可能使得

原受衝擊的農村產業更加雪上加霜，而以陸權式經濟的帶路倡議作為依循，則是

把原存在於農村的生活模式，透過科技的發展，加以利益放大，並使偏僻的城鎮

透過國界開放的連結，有著發展的可能存在。 

綜上所述，當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逐漸受到質疑，另一方面又須面對國內市

場受到開放後的影響風險時，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勢必找尋另一個「看起來」，

既不對統治主權威脅，又能帶來實質利益的經貿方式，而陸權式經濟的帶路倡議，

似乎便符合該前提考量。另一方面，當美國以貿易保護政策強調美國優先時，也

對全球化的經貿市場敲響了警鐘，當領頭羊有意放棄其所建構的經貿體系時，原

先共同參與的國家，受到海權式經濟的影響，該何去何從？兩相權衡之下，若將

政治考量降至最低，則可以發現帶路倡議對於多數國家而言，帶來的利益應遠較

全球化市場開放下的產品排擠作用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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